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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运用代际团结理论范式和潜在类别分析，揭示了中国城市家庭代

际关系的五种潜在类别: “亲密且互惠型”、“亲密有距型”、“实用主义型”、“情感

型”和“疏离型”。超过一半的个案属于 “亲密且互惠型”，说明了城市家庭代际

凝聚力依然强大; 但是“实用主义型”和 “疏离型”代际关系的出现，不仅说明

了城市家庭代际关系多样化的趋势，而且说明中国城市中出现了不建立在情感基础

上的代际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潜在类别分析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独特的代

际支持模式，为针对不同阶层需求设计更为有效的家庭政策提供了实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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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赡养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话题。在传统社

会中，养老抚幼是家庭最重要的功能和责任。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导致了劳

动力市场的扩张和劳工的地理性流动，子女违反赡养老人这种家庭隐性契约所要付

出的代价降低了，老人无人赡养的可能性在增加。公共养老保险，作为最早出台的

美国社会政策，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而转移老人赡养的家户成本，由全社会

来集体赡养老人 ( Folbre，1994) 。

中国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①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近些年来，中

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政策关注的重点都是老人的基本经济安全、健康照护和娱乐

休闲等等。虽然国家公共开支中对于老人的投入在逐步上升，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

较，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都有很大程度的欠缺，家庭依然承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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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3 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率下降到 2 以下; 1999 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 15‰以下 ( 国家人口与
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 104) ; 2000 年中国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7% ( 国家统计局，
2012: 5) 。到 2030 年，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 25% ( Cai ＆ Wang，2012) ，65 岁及以上人口老龄
化率将达到 14% ( 张文范，2002) 。



赡养老人的主要责任。根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 60 岁以上老人的

重要生活来源是其他家庭成员的供养，农村没有养老金的 80 岁以上的老人依靠家庭

供养比例高达 81. 84% ( 国家统计局，2012) 。这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结果是类

似的 ( Croll，2006) 。

由于国家提供的福利不足以让老人晚年生活无忧，代际的家庭契约对于个人福

祉的重要性更胜过社会契约 ( 林如萍，2014)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代际的家

庭契约就是费孝通提出的名为 “反馈模式”的代际均衡模式: 父母抚养子女，成年

子女赡养年老的父母 ( 费孝通，1983) 。某些研究者发现，这种代际均衡的模式正

在慢慢走向“代际失衡” ( 贺雪峰，2009) ，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

( 郭于华，2001)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现在代际间在经济、家务和情感三方面的

互动依然密切 ( 刘汶蓉，2012) ，作为传统代际关系基础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依然

还在代际凝聚力方面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 杨菊华、李路路，2009) 。

代际关系存在着多重维度，不仅有经济、家务和情感相互支持的功能性维度，

还有交往、情感、合意、结构和规范等维度。这些维度关系密切，共同决定着家庭

代际关系的类型 ( Bengtson ＆ Ｒoberts，1991) 。国内研究中关注代际关系的多重维度

的，只有郭漫等人 ( Guo et al. ，2012 ) 关于农村家庭的研究，以及崔烨和靳小怡

( 2015) 关于农民工家庭的研究。只有从多个维度同时关注家庭的代际关系，才能

够揭示代际关系的本质。如果同时关注代际关系中的多重维度，那么中国城市家庭

的代际关系呈现着什么样的图景? 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变迁中，城市家庭代际

关系的主线究竟是代际团结还是代际失衡?

社会阶层对个人生活机会和生活选择后果，包括个人的收入、社会态度、生活

机会、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等都会造成影响 ( 赖特，2004; Weeden ＆ Grusky，

2005) ，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决定着他能够所获得的各种资源、价值观念、关系模

式和行为方式，包括代际关系模式 ( Timonen et al. ，2013 ) 。有研究表明，家庭的

社会阶层越高，人们在晚年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取向越强 ( Dykstra ＆ Fokkema，

2011) 。中国随着现代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确立，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形成

并确立了一个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分层结构 ( 陆学艺，2010; 李春玲，

2002) 。那么在中国城市家庭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代际关系类型是否有所不同? 社

会阶层是否是塑造代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 “中国城市家庭结

构和家庭变迁”调查数据，来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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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 代际团结

代际关系既有私人领域的也有公共领域的，同时表现在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

( Timonen et al. ，2013) 。1950 和 1960 年代，研究者开始关注家庭代际关系，主要

源于两个假设 ( Katz et al. ，2004) 。一个是家庭现代化理论中，帕森斯提出的 “核

心家庭孤立化”的假设，认为随着家庭从扩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其纵向的代际

关系和横向的亲属关系都会失去其重要性 ( Parsons，1955 ) ，家庭代际团结将趋于

瓦解。另外一个假设是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带来了个人主义的增强和福利国家的扩张，

导致价值观的变化和道德危机，这些都将危及家庭代际团结 ( Wolfe，1989) 。但是，

经验研究表明，现代化会对于代际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并不一定会削弱代际之间的

纽带。家庭代际间依然团结，只是随着环境的变化采用了不同的表达形式

( Daatland ＆ Herlofson，2003) 。

所谓代际团结，就是指子女成年并且有了自己的职业和家庭之后，父母和成年

子女代际之间的凝聚力，代际团结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代际关系 ( Bengtson ＆

Ｒoberts，1991) 。根据以前的研究结果，又有研究者提出家庭团结的六个维度: 交

往、情感、合意、功能、规范和整合的目标 ( Nye ＆ Ｒushing，1969 ) 。本特森等

( Bengtson ＆ Schrader，1982; Bengtson ＆ Ｒoberts，1991) 重新定义了这些要素，建

构了多维的家庭代际团结模式，提出了构成代际团结的六个维度: 交往、情感、合

意、结构、功能和规范性团结。前面四种被称为代际团结的潜在模式，后面两种为

外显模式 ( Silverstein ＆ Bengtson，1997 ) 。本特森和罗伯特 ( Bengtson ＆ Ｒoberts，

1991) 还发现，家庭代际团结的多重维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例如规范性团结

对于情感性团结和交往性团结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够提供更多交往机会的机会结构

会使代际交往更为频繁。

本特森等人建构的家庭代际团结理论范式成为了研究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工具，

被广泛用于各国的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中及跨国比较研究之中 ( Guo et al. ，2012;

Katz et al. ，2004) 。随着研究的推进，研究者发现这种理论范式过于理想化，它更

多地描述了家庭代际关系之中和谐的一部分，而忽视了其中的冲突部分; 更多地描

述家庭代际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讨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 Luscher，2002) 。

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代际团结—冲突范式。帕罗特和本特森 ( Parrott ＆ Beng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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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也进一步修正了代际团结模型，他们认为代际冲突是家庭生活的正常表现，

这影响着家庭成员如何看待其他人以及随后的协助意愿。冲突和团结是并存的，冲

突也可能够改善关系的整体品质。

表 1 代际团结的六个基本要素和维度

建构的维度 定义 操作层面的指标

情感性团结
( Affectual Solidarity)

家庭代际成员之间拥有对彼此

积极情感的种类和程度，以及

这些情感带来的互惠程度

1. 对于家庭成员情感、温暖、亲近、理解、信任和
尊重等的评分;

2. 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积极情感所带来互惠的评分

交往性团结
( Associational Solidarity)

家庭代际成员之间社会交往和

共同参加活动的种类

1. 代际互动的频率 ( 比如见面、电话或者邮件等) ;
2. 共同参与的行动种类 ( 比如休闲娱乐活动、特殊
的场合等)

合意性团结
( Consensual Solidarity)

家庭代际成员之间在观点、价
值观、生活取向和生活模式上
的一致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

感觉上的

1. 家庭内部成员有关特定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的
一致性;

2. 感觉和其他家庭成员在价值观、态度和信念等方
面相似性的评分

功能性团结
( Functional Solidarity)

家庭代际成员之间提供和获得

的工具性和经济上的支持

1. 代际支持交换 ( 经济的、心理的和感情的) 的
频率;

2. 对于代际资源交互所带来互惠的评分

规范性团结
( Normative Solidarity)

感觉对于父母承担义务的强

度，也就是对于家庭主义价值

观重要性规范的认同

1. 对于代际角色和家庭重要性的评分;
2. 对于孝顺责任的评分

结构性团结
( Structural Solidarity)

指的是制约代际之间互动的
“机会结构”，用家庭成员地
理上的距离来表示

1. 家庭成员住所的接近性;
2. 家庭成员的数量;
3. 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

资料来源: Bengtson ＆ Schrader，1982; Bengtson ＆ Ｒoberts，1991。

受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亲子关系研究又出现了所谓的代际矛盾情感模式

(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这种范式认为，由于现代社会处于急速变迁之中，

个体无法确定自己在家庭生活和代际关系中的角色。由于宏观层面角色和规范的矛

盾，认知、情感和动机等方面心理和主观之间的矛盾，个体总是处于正反交织的矛

盾情感之中 ( Luscher，2004) 。研究者发现，当代美国的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代

际关系同时被两套相互冲突的规范 “独立和责任”弄得无所适从 ( Aldous，1995 ) 。

本特森等 ( Bengtson et al. ，2002) 认为，代际矛盾情感范式强调团结和冲突的共生

和对话，对于代际团结范式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代际团结的六个维度之间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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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或者一致，在某个维度表现出团结的时候在另外一个维度可能表现出是冲突。

在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中，从代际团结范式衍生出了代际团结—冲突范式和代际

矛盾情感范式，能够更加全面地捕捉到复杂的和千差万别的代际关系画面。本特森

等 ( Bengtson et al. ，2002) 认为，这几种范式并不互相冲突，它们对于家庭代际关

系各有其解释力度。在生命历程转折阶段，比如老年父母病重，又要工作又要照顾

老人，正反情绪交织的矛盾情感就会成为团结和冲突的补充，人们会把冲突或者矛

盾情感当作代际关系的一部分 ( Katz et al. ，2004 ) 。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了代际团

结理论范式在不同情境下的有效性 ( Katz et al. ，2004; Silverstein ＆ Bengtson，

1997，Wenger，1989) ，因此本次研究主要尝试采用本特森等人建构的代际团结理

论范式来讨论中国城市家庭中的代际关系。

二、文献评述

( 一)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研究评述

家庭代际关系是中国家庭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代际间的凝聚力是研究者们关

注的重点。在传统社会中，代际间是通过交换关系凝聚在一起的，是通过抚育和赡

养的交换来达到代际间的均衡，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反馈模式 ( 费孝通，1983 ) 。

这种长时间的家庭代际关系契约 ( 反馈模式) ，因为父代对资源的控制和各个世代

之间存在着的利益共同性而得以实现 ( 刘汶蓉，2012: 2—3 ) 。到了现代社会，这

种代际关系契约的实现条件被破坏，家庭的资源更多控制在子代手中，家庭资源也

更多地向子代倾斜 ( 沈奕斐，2010) ，甚至出现子女剥削父母的代际关系 ( 贺雪峰，

2009) 。在城市家庭中，不仅有年老父母在经济上补贴成年子女的 “逆反哺”现象

( 车茂娟，1990) ，还存在父母为子女提供工具性的支持，但是却很少获得子女在情

感支持的现象 ( 刘汶蓉，2012; 康岚，2009 ) 。在农村地区，老人无法从国家那里

获得支持，又无法从子代那里获得帮助，因而处于严重的养老危机之中 ( 郭于华，

2001; 阎云翔，2006; 陈柏峰，2009; 贺雪峰，2009) 。

传统的代际均衡模式被打破，是否意味着代际团结不再存在? 代际团结理论范

式提出应该从多个维度考察代际关系 ( Silverstein ＆ Bengtson，1997; Park et al. ，

2005; Chan，2008; Dykstra ＆ Fokkema，2011) 。研究者发现，大规模独生子女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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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导致独生子女夫妻和父母同住的可能性减少 ( 风笑天，2006) 。从 1980 年代末

开始的大规模城乡流动，也使得农村家庭的世代在地理上被分隔开来 ( 崔烨、靳小

怡，2015) 。虽然代际互动的机会结构受到限制，但是中国现在代际间的相互支持

仍然非常紧密，在国家对于家庭提供支持匮乏的情况下，家庭和亲属网络是核心家

庭和家庭成员获取资源和支持的最重要源泉 ( 马春华等，2011 ) 。林如萍和伊庆春

( Lin ＆ Yi，2013) 在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代际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主要分析

了交往性团结 ( 交往频率) 、结构性团结 ( 居住) 和功能性团结 ( 相互支持和交

换) 三个维度，指出中国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一样，都是儿子更多和父母同

住，成年的子女更多给父母提供经济资助和家务劳动的帮助，个人的孝道观念对于

代际关系有显著的影响。石金群 ( 2015) 从除合意性团结维度之外的五个维度对于

中国广州的家庭代际团结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关系依然密切，成

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功能的相互依赖之上。

最近也有一些研究者同时运用类别分析方法，对于中国代际关系的结构进行讨

论。郭漫等人 ( Guo et al. ，2012 ) 发现，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有五种类型:

( 1) 紧密型 ( tight-knit) ; ( 2) 近距离但是不和谐型 ( nearby but discordant) ; ( 3) 远

距离且不和谐型 ( distant discordant) ; ( 4) 远距离但是互惠型 ( distant reciprocal) ;

( 5) 远距离且向上型 ( distant ascending) 。远距离且向上型，表明了中国成年子女

对于父母强烈的孝顺责任，而远距离且互惠型表明在大规模城乡迁移的背景下中国

农村亲子关系的合作性和互惠性。崔烨和靳小怡 ( 2015) 发现，农民工家庭中存在

着紧密型、远但亲近型、近但有间型与疏离型四种代际关系类型，其中最具有传统

大家庭特征和强凝聚力的紧密型关系仍是农民工家庭中最普遍的关系类型。

( 二) 影响代际团结因素的研究评述

哪些因素影响中国的代际关系? 有些研究者更为关注家庭的经济因素，也就是

所掌握着家庭资源的分配，谁就更多地决定着代际关系的性质。在传统社会，老人

掌控着家庭的权力和资源分配，处于代际关系中强势一方; 而社会经济变革剥夺了

父母的经济资源和权威，代际关系中更为强势的就成了子代 ( 刘汶蓉，2012; 陈皆

明，2010) 。有些研究者更加关注价值观对于代际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支撑传统

代际关系的是孝道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为个体主义和经济理

性等所侵蚀，导致代际关系出现失衡 ( 孟宪范，2008; 康岚，2009 ) 。还有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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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关注国家权力对于代际关系变化的影响，认为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是和国家

权力对于乡村社会全面的和有力的渗透相伴相随的 ( 郭于华，2001 ) 。财产制度的

变动导致老人没有可以用于代际交换的资源，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则瓦解了宗族制

度和与其相关的文化意义系统。

国内的研究者很少关注代际团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国外研究者中，戴克

斯特拉和福可玛 ( Dykstra ＆ Fokkema，2011 ) 在分析家庭的结构、交往、规范和功

能性团结之时，曾经讨论过社会经济地位 ( 用教育和家庭收入衡量) 差异和代际团

结的关系。他们发现收入越高的家庭，代际间的相互支持越少; 较高的社会经济地

位增加了人们在晚年生活中表现出个人主义取向的可能性。斯德里克 ( Szydlik，

2012) 提出要通过生命历程来理解代际团结，特别是关注在这个过程中社会阶层的

作用。而特默纳等 ( Timonen，et al. ，2013 ) 讨论了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代际团

结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家庭层面的代际团结有

着很大的影响，而家庭的代际团结会因每个家庭世代对于他人实践的看法以及做出

相应调整发生变化，家庭的代际团结也会为福利国家等公共领域的政策所塑造，因

为不同的公共政策对于不同的年龄组支持不同，导致人们对于代际团结的期待不同，

而这在很大层面上又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特别是在

经济危机的时候，能够强化家庭层面代际团结的重要性。

三、研究设计

本次研究主要从已有独立收入的成年子女的角度来分析家庭的代际团结，分析

在代际团结的五个维度上这些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强调有独立收入，是因

为只有这样的子女才能够真正给父母提供功能性的支持。

( 一) 分析策略和分析框架

1. 潜在类别分析 ( Latent Class Analysis，LCA)

代际团结范式明确提出代际关系是多维度的，并不是仅仅限于能够看得见的外

显的维度，比如世代之间功能性的相互支持和帮助，诸如金钱、劳务、情感之类的

交换以及世代之间的付出和接受，还有潜在的维度，比如情感、交往、结构和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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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往的研究在测量代际团结的时候，更多偏重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维度，过于

片面，无法整体地对代际团结进行测量 ( 林如萍，2014) 。代际团结的各个维度并

不能简单相加，也不能形成单一结构，因此使用类别分析的方法能够更好地描述家

庭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 Silverstein ＆ Bengtson，1997 ) ，能够探讨代际团结的各

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维度潜在的结构。

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采用类别分析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相互支持结构和功能性

差异 ( Hogan et al. ，1993; Silverstein et al. ，1993; Dykstra et al. ，2011; 林如萍，

2014) 。不同的研究中所包含的代际团结的维度不同。霍根等 ( Hogan et al. ，1993)

是最早使用潜在类别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美国家庭的代际关系的学者，他们主要关注

代际之间功能性团结，也就是代际交换。他们建构了四种代际关系类型: “低交

换”、“高交换”、“子女给的多”和“子女得的多”，发现 50%以上的美国家庭都属

于低交换的。1997 年，西尔弗斯坦和本特森 ( Silverstein ＆ Bengtson，1997) 在规范

性代际团结之外的五个维度基础上，运用潜在类别模型分析了美国父母和成年子女

的关系，提出美国的家庭代际关系存在着五种潜在类型: 亲密无间型 ( tight-knit) 、

和睦型 ( sociable) 、义务型 ( obligatory) 、亲密有间型 ( intimate but distant) 和疏离

型 ( detached) 。郭漫等人 ( Guo et al. ，2012) 对于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分析，可能

是最早运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于中国代际关系进行类别化分析的研究。林如萍

( 2014) 通过分析成年子女和父母自己在金钱、劳务和情感上面的交换，同时考量

孝道责任规范，提出了台湾代际关系的四类模式: 互惠、情感、反哺和低交换。崔

烨和靳小怡 ( 2015) 也运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于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模式做出

了区分。

本研究将运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来建构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关系类型。同时，

由于职业、收入和教育程度都只能从某个侧面来衡量社会阶层，所以本研究同时也

尝试用类别分析方法来建构中国城市社会阶层潜在类别模型。

2. 分析框架

本次研究将从成年子女的角度，通过潜在类别分析，从代际团结的五个维度

( 情感、交往、结构、功能和合意) 来探讨中国城市家庭中代际关系的类型。同时，

进一步讨论代际关系类型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讨论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代际关系

类型是否存在某种差异性。一般研究中社会阶层都用教育、收入或者职业来衡量，

但是笔者认为这些都仅仅代表了社会阶层的一个方面，因此也以潜在类别分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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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析框架

过教育、收入和职业 ( 包括职业种类、单位类型和具体职位) 来建构中国城市的社

会阶层类型。然后通过回归模型，来探讨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尤其

是社会阶层在其中的作用。

( 二) 样本和数据

本次研究采用了 200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广州、杭州、郑州、兰

州和哈尔滨五个城市进行的 “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变迁”调查所获得的数

据。这次调查的项目点，是课题组根据中国省会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地理位置

及文化等因素选取的。在每个城市中采用三阶段抽样。首先，在每个城市的抽样框

中随机抽取居委会作为初级抽样单位; 其次，在每个居委会中，根据地图抽样，随

机抽取居住单位为次级抽样单位; 最后，在每个居住单位中，首先认定是家庭户还

是集体户，然后根据一定的原则进行典型抽样。

根据抽样方案，在每个城市的市辖区都抽取 40 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抽取 20

户被访者，每个城市 800 个样本，这次调查计划总共获取 4000 个样本，这样能够满

足抽样绝对误差不超过 3%，在 90%的置信度下对于调查总体进行推断。由于各个

城市的应答率都相当低，最高的杭州为 39. 49%，最低的广州只有 9. 53%，实际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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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曾经尝试接触符合条件的样本 22226 户，最后获取的总样本量为 4013 户，

4013 人。因为本次研究是从成年子女的角度讨论他们和父母的代际关系，所以在分

析的时候只选取了其中 2709 名父母在世的被访者。

( 三) 变量

1. 建构代际关系潜在类别模型的外显变量

这次调查中，被访者所回答的有关亲子关系的问题，包含了代际团结范式中除

合意性团结之外的五个关系维度，因此笔者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市代际

关系的类型。

本文用 8 个二分变量来测量代际团结的五个维度: 情感的亲密性、交往的频率、

住所的地理距离、是否应承担孝顺的责任、提供和接受工具性支持以及提供和接受

经济性支持。对于功能性代际团结，本文是进行双向测量，因为很多研究都证明了

代际之间的工具性和经济性支持是双向的 ( 刘汶蓉，2012; 马春华等，2011 ) 。为

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城市家庭代际之间功能性支持的现状，调查中所有有关功

能性团结的指标都包含在其中了。对于工具性支持，既包括日常家务、孙辈出生时

候的照料，也包括病重时候的照料等; 对于经济性支持，既包括不定期的现金资助

也包括负担日常生活等。只要这些代际相互支持中有一项发生，那么就会被定义为

代际间存在着相互支持。为了减少交互分类表中个案的分散性，四个变量 ( 亲密

性、交往、距离和孝顺责任) 都从四分变量归成了二分变量; 而其余四个变量在调

查中就是二分变量。这八个观察变量构成了代际团结的五个维度，具体的分布情况

见表 2。

2. 建构社会阶层潜在类别模型的外显变量

一般来说，社会阶层在研究中都是用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来分别测量的。

但是独立地运用这几个指标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来测量社会阶层，应该是建立在这些

指标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的基础上。但是由于中国还处于快速社会变迁的过程之

中，这几个指标难以保持高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只使用其中一个指标测量被访者

的社会阶层，很难反应被访者的真实情况。而且，这些指标都测量了中国社会阶层

的某个维度。因此本文尝试把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作为社会阶层的不同

维度，通过对于这几个可以观察到的外显变量的测量，来建构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

潜在类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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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测量代际团结各个维度变量的分布

个案数 百分比

情感的亲密性

亲密 1979 73. 1

不亲密 729 26. 9

联系频率

至少每周一次 2008 74. 2

不到每周一次 700 25. 8

地理距离

至少同城而居 1866 68. 9

居住在不同的城市或地区 842 31. 1

孝顺的责任

同意 2183 80. 6

不怎么同意 525 19. 4

功能性团结

提供工具性支持

是 1684 79. 4

否 438 20. 6

提供经济性支持

是 1524 71. 8

否 598 28. 2

获得功能性支持

是 1720 72. 4

否 657 27. 6

获得经济性支持

是 1605 67. 5

否 772 32. 5

在分析中用了五个指标代表社会阶层的各个维度: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

单位性质和单位中的地位。为了减少交互分类中个案的分散性，教育程度从多分量

表简化成为三分量表。收入水平是定距变量，但是各个城市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因此，为了把收入水平转化为定类变量，同时能够反映被访者收入水

平在当地的情况，我们在分析中采用了相对收入水平，也就是被访者收入相对于当

地平均收入的状况。在中国，仅仅职业本身是无法反映被访者的职业地位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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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和在单位中的具体职位都很重要。因此，在研究中我们把这两个变量也纳入共

同测量被访者的职业地位 ( 李春玲，2002 ) 。和职业地位相关的这三个变量都进行

了再编码，减少了回答的类别。表 3 显示了测量社会阶层各个维度变量的具体分布。

表 3 测量社会阶层各个维度的变量

个案数 百分比

相对收入

低于当地的平均收入 1049 46. 7

高于当地平均收入但低于当地平均收入的 1. 5 倍 547 24. 4

高于当地平均收入的 1. 5 倍 649 28. 9

教育程度

大学及以上水平 888 32. 8

高中及类似的学历 1030 38. 1

初中及以下学历 788 29. 1

职业

企业主 /管理者 /公务员 217 8. 0

专业人员 440 16. 3

办公人员 /个体经营者 /商业服务业人员 924 34. 2

产业工人 623 23. 1

其他 ( 农民 /没有工作等等) 494 18. 3

单位性质

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科研机构 390 17. 9

企业 1302 59. 7

自营个体小商贩 488 22. 4

单位中的地位

所有者 ( 自雇者) /股东 /高层管理人员 303 13. 9

中低层管理人员 373 17. 1

专业人士 427 19. 5

办公人员 /普通员工 /工人 1082 49. 5

注: “所有者 ( 自雇者) /股东 /高层管理人员”中既包括公司、企业的所有者、部分股份持有者，也包括
个体工商户这些自雇者。高层管理人员在本次调查中人员较少，而且他们的收入以及在单位中的权力
地位等都接近所有者 /股东，所以也放在这里。

3. 其余自变量

除了社会阶层之外，许多研究表明个人的特征也对代际关系有着显著的影响。

我们主要关注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这三个对于家庭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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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erstein ＆ Bengtson，1997) 。调查中“城市”这个变量是用来作为测量区域之间

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宏观变量，研究表明这些因素对于代际关系也有着重

要的影响 ( 马春华等，2011; 石金群，2015) 。

四、分析结果

( 一) 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类型

在分析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关系类型时，本文将采用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对

于潜在类别的数量和性质没有任何假设。最佳模型是根据下面几个模型适指标来选

择的: 似然比卡方检验指标 L2 ( the 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 test statistics) 、贝叶斯

非正式指标 BIC ( Baysian informal criterion) 和相异指数 DI ( the dissimilarity index) 。

L2 是检验理论上的模型和观察数据之间在统计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BIC 常常用来

在都合理的模型中选择最为合适的，特别是在大样本的时候; DI 说明了根据理论模

型被分配到错误的单元格中的个案比例。这几个指标的数值越小，模型对于数据的

适配状况越好 ( 邱皓政，2008) 。同时，我们使用 entropy 指标来测量根据观察数据

获得的潜在类别模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预测个案所属的类别。如果这个指标越接近

1，那么预测的效果会越好 ( 林如萍，2014) 。

表 4 是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六个潜在类别模型指标适配表。第一个模型是单

一类别模型或者独立模型，它假定 8 个观察变量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很明显，根

据上面提及的几个指标，这个模型对于数据适配的情况很差。两个类别、三个类别

和四个类别的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状况也不佳。因为这次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样本规

模超过 2000，因此 BIC成为判断模型优劣的最重要指标 ( 邱皓政，2008: 57 ) 。根

据 L2，六个类别的模型优于五个类别的模型，但是后者 BIC 的指标更低，说明这个

模型对于数据的适配程度更佳。这个模型 DI的指标说明根据理论模型被分配到错误

的单元格中的个案比例为 11. 2%。因此，我们选择五个类别模型作为对于数据拟合

最优的模型。

为了给五个类别模型的每个潜在类别定义，需要检查每个类别中观察变量的条

件概率，如表 5 所示。根据这些条件概率，对于每个潜在类别进行给出标签，归纳

特征，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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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潜在类别模型适配指标摘要

类别数目 L2 df p-value BIC ( LL) DI Entropy

1 1118. 942 247 0. 0000 19398. 4557 0. 2667 —

2 579. 8684 238 0. 0000 18928. 3188 0. 1628 0. 5396

3 464. 0759 229 0. 0000 18881. 4632 0. 1461 0. 5341

4 373. 9993 220 0. 0000 18860. 3233 0. 1376 0. 7299

5 290. 7089 211 0. 0002 18845. 9697 0. 1120 0. 6702

6 242. 9063 202 0. 026 18867. 1039 0. 1006 0. 605

表 5 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五个潜在类别模型的条件概率

亲密且互惠 亲密有距 实用主义 感情性 疏离

情感的亲密性

亲密 0. 8046 0. 9016 0. 2509 0. 9053 0. 311

不亲密 0. 1954 0. 0984 0. 7491 0. 0947 0. 689

联系频率

至少每周一次 0. 9235 0. 6854 0. 2681 0. 8816 0. 1967

不到每周一次 0. 0765 0. 3146 0. 7319 0. 1184 0. 8033

地理距离

至少同城而居 0. 9974 0. 0375 0. 6253 0. 7334 0. 3941

居住在不同的城市或地区 0. 0026 0. 9625 0. 3747 0. 2666 0. 6059

孝顺的责任

同意 0. 8389 0. 8620 0. 4853 0. 8247 0. 7994

不怎么同意 0. 1611 0. 1380 0. 5147 0. 1753 0. 2006

功能性团结

提供工具性支持

是 0. 9555 0. 7489 0. 7721 0. 0992 0. 4613

否 0. 0445 0. 2511 0. 2279 0. 9008 0. 5387

提供经济性支持

是 0. 7175 0. 9155 0. 8729 0. 1757 0. 6429

否 0. 2825 0. 0845 0. 1271 0. 8243 0. 3571

获得工具性支持

是 0. 8038 0. 7068 0. 9355 0. 5855 0. 3638

否 0. 1962 0. 2932 0. 0645 0. 4145 0. 6362

获得经济性支持

是 0. 3281 0. 2998 0. 6037 0. 312 0. 1000

否 0. 6719 0. 7002 0. 3963 0. 688 0. 9000

75

·论 文· 中国城市家庭亲子关系结构及社会阶层的影响



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这五个潜在类别，和西尔弗斯坦和本特森研究美国家

庭代际关系时发现的潜在类别存在相似之处 ( Silverstein ＆ Bengtson，1997 ) ，但是

每个类别的特征都存在着差异。

表 6 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潜在类别定义及概率

个案 比例 定义

亲密且互惠型 1273 60. 01%
成年子女和父母感情密切，常常联系，同城而居，认同子女对于父母孝

顺的责任和义务，互相照顾和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子女给父母以经济

上的支持，子女很少从父母那里寻求经济上的帮助

亲密但有距型 338 15. 94%
成年子女和父母情感密切，经常往来，认同孝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和

父母之间提供工具性的相互支持，成年子女还在经济上支持父母，但是

他们往往不住在一个城市，成年子女也很少接受父母经济上的资助

实用主义型 161 7. 59%

成年子女和父母同城而居，相互也提供工具性支持，成年子女也给父母

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但是情感上并不密切，也很少往来，也不认同子女

对于父母孝顺的责任和义务。只有这个潜在类别中的成年子女从父母那
里获取经济资助的可能性最大

感情型 129 6. 08%
成年子女和父母感情亲密，经常走动，同城而居，也认同对于父母孝顺

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互相间很少提供工具性的和经济性的支持

疏离型 220 10. 37%
成年子女和父母感情不亲密，不经常走动，居住在不同的城市，相互间

没有工具性的支持，但是认同对于父母孝顺的责任和义务，也为父母提

供经济上的支持

“亲密且互惠”的类别有着中国传统代际关系的特征，代际关系的五个维度保

持高度一致性。成年的子女给父母提供他们所需的所有资源和支持，而父母也给成

年子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现金和工具性支持。因为研究的被访者都是生活

在城市中且有独立收入的成年子女，很少有人从父母那里获取经济资助。有

60. 01%的被访者属于 “亲密且互惠”的类别，这说明中国城市家庭中的代际关系

还是以团结为主的。作为代际关系谱系的另外一端的类别 “疏离”只包含 10. 37%

的个案，这类家庭的代际关系是最为疏远的。这些家庭大多数都是帕森斯所说的孤

立的核心家庭，他们和父母的住所相隔都较远，在经济上也主要依靠自己

( Parsons，1943) 。成年的子女只是因为接受子女需要孝顺父母的理念而对于父母提

供有限的经济支持。

家庭代际关系的其他三个潜在类别，表明了代际之间在代际团结的某些 ( 不是

所有) 维度上关系密切，代表着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 “多种多样性”。对于 “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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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距”类别的成员，成年子女由于学习或者工作等原因和父母不生活在一个城市之

中，但是在代际团结的其他维度上表现出密切关系。研究表明即使地理距离相隔遥

远，这些人也把彼此看作家庭成员而不是亲属 ( 马春华等，2011) 。“感情”类别中

的父母和子女在功能性团结上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在其他维度上表现出密切的相关，

这也许是因为亲子之间无论是对于经济资助或者工具性支持没有帮助的需求，或者

是说代际更倾向于选择代际自主性 ( Silverstein ＆ Bengtson，1997 ) 。从个案的分布

来说，在中国城市家庭中代际关系属于这种潜在类别的个案是最少的。比较 “实用

主义”类型和“感情”类型，两者正好相反。属于前者的家庭，亲子之间在功能上

相互依靠，居住的距离也不远，但是亲子间却缺乏密切的亲密的感情。“实用主义”

代际关系仅仅建立在代际交换的基础之上。

( 二) 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潜在类别

我们也使用了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来确定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对于潜在类别

的数量和性质没有任何预设 ( 邱皓政，2008: 42—69 ) 。潜在类别模型适配指标摘

要表如表 7 所示。根据 L2 的数值，六个类别和五个类别的潜在类别模型比四个类别

潜在类别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度更优，但是后者的 BIC值更低。在大样本的情况下，

四个类别的潜在类别模型可能是拟合度更优的模型。这个模型的 DI值说明根据理论

模型被分配到错误的单元格中的个案比例为 19. 15%。因此，我们选择四个类别的

潜在类别模型作为对于数据拟合最优的模型。

表 7 中国城市社会阶层潜在类别模型适配指标摘要

类别数目 L2 df p-value BIC ( LL) DI Entropy

1 4766. 127 526 0. 0000 20112. 5471 0. 6005 —

2 2354. 7472 512 0. 0000 17805. 8932 0. 4362 0. 8955

3 1260. 0966 498 0. 0000 16815. 9686 0. 2909 0. 915

4 603. 8503 484 0. 0002 16264. 4483 0. 1915 0. 9305

5 504. 2687 470 0. 1300 16269. 5928 0. 1670 0. 8959

6 412. 1252 456 0. 9300 16282. 1752 0. 1435 0. 8633

为了给社会阶层每个潜在类别定义，需要检查每个类别中观察变量的条件概率，

如表 8 所示。通过分析每个类别的条件概率模式，对于每个潜在类别给出标签，归

纳特征，如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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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四个潜在类别模型的条件概率

下层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

相对收入

低于当地的平均收入 0. 621 0. 3565 0. 1459 0. 2073

高于当地平均收入但低于当地平均收入的 1. 5 倍 0. 2691 0. 2655 0. 2928 0. 2322

高于当地平均收入的 1. 5 倍 0. 1099 0. 378 0. 5612 0. 5606

教育程度

大学及以上水平 0. 1026 0. 2112 0. 6641 0. 6964

高中及类似的学历 0. 4797 0. 4172 0. 283 0. 2303

初中及以下学历 0. 4177 0. 3716 0. 0529 0. 0733

职业

企业主 /管理者 /公务员 0. 0001 0. 0284 0. 4391 0. 0231

专业人员 0. 0025 0. 0059 0. 0674 0. 9626

办公人员 /个体经营者 /商业服务业人员 0. 293 0. 9653 0. 485 0. 0141

产业工人 0. 7044 0. 0004 0. 0004 0. 0003

其他 ( 农民 /没有工作等等) 0. 0000 0. 0000 0. 0082 0. 0000

单位性质

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科研机构 0. 0585 0. 0003 0. 345 0. 4699

企业 0. 8799 0. 0009 0. 6521 0. 4816

自营个体小商贩 /商业服务业 0. 0616 0. 9988 0. 0029 0. 0485

单位中的地位

所有者 ( 自雇者) /股东 /高层管理人员 0. 0000 0. 6997 0. 0723 0. 0058

中低层管理人员 0. 0173 0. 0526 0. 7116 0. 0084

专业人士 0. 0099 0. 0085 0. 002 0. 9844

办公人员 /普通员工 /工人 0. 9727 0. 2392 0. 2141 0. 0014

表 9 中国城市社会阶层潜在类别定义及概率

个案 百分比 定义

下层 753 42. 47%
他们的收入比 2007 年当地的平均收入低，上大学的比例很低，大
多是企业的普通员工

中下层 324 18. 27%
他们的收入比 2007 年当地的平均收入高，上大学的比例稍高，大
多是商业服务业的人员，或者自雇的个体小商贩

中层 355 20. 02%
他们的收入在当地收入的 1. 5 倍以上，教育程度也多为大学及以
上，他们多是党政机关的办公人员或者企业的中低层管理人员

中上层 341 19. 24%
他们的收入是当地平均收入的 1. 5 倍以上，教育程度也是大学以
上，他们多是政府部门或者企业的专业人员

基于 2008 年五城市调查的数据，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阶层有四个潜在类别。由

于抽样误差和难以进入高档社区与上层社会成员交谈，在我们这里建构的社会阶层

潜在类别中不包括上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中不存在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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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意外，中国城市社会阶层中下层的比例是最大的，他们收入低，教育程度

低，职业地位低，多是企业的普通员工。中下层的多是由自雇的小商贩构成的。这

些被访者虽然单位中地位的变量中选择 “所有者 ( 自雇者) /股东 /高层管理人员”

的条件概率很高，但是根据其他几个变量可以看出这些被访者应该多是 “自雇者”，

和公司、企业的所有者 /股东 /高层管理人员有着实质上的区别。这也说明社会阶层

不能够仅仅从某个维度去测量，而要综合考量反映社会阶层的不同维度。中下层被

访者的教育程度还是普遍较低的同时，收入略高于当地的平均收入。中层的和中上

层的收入和教育程度类似，主要区别在于他们的职业地位。前者主要是企业的中低

层管理人员或者党政机关的普通员工，后者多是专业人士。

( 三) 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潜在类型的影响因素

在这一部分，我们关注对于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潜在类型的影响因素，特别

是社会阶层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城市和成年子女的个人特征对于中国城市家庭

代际关系潜在类型的预测作用。我们运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来分析这些因素对于家庭

代际关系五个潜在类型的影响。这 5 个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各是 5 个二

分的代际关系潜在类型 ( 1 =是，0 =否) ，自变量是如表 10 左列所示。

从表 10 可以看出来，除了“疏离”，社会阶层对于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其他

四种潜在类别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中下层和中上层的成年子女比下层的成年子女更

不可能和父母之间形成中国传统的 “亲密且互惠”的关系，更可能形成 “亲密且有

距”的代际关系。这可能因为相对而言，身处社会下层的成年子女，缺乏各种资

源，父母是他们能够获得经济上资助和工具资助的重要来源。虽然由于数据所限我

们无法测量这些人父母的社会阶层，但是在阶层趋于固化，代际遗传性加强的社会

中，他们的父母也多处于这个阶层。在这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政府给予的支持非

常欠缺 ( 马春华，2013 ) ，这个阶层的人只能够依赖家庭和父母，抱团取暖，形成

亲密且互惠的关系。对于身处中上层阶层的成年子女，他们本身相对拥有更多的资

源，父母也拥有更多的资源，因此就像戴克斯特拉和福可玛 ( Dykstra ＆ Fokkema，

2011) 对于美国家庭研究所发现的那样，这个阶层的亲子关系表现出更多的个人主

义取向，形成了亲密但是有距的关系。和下层的成年子女相比较，中下层的子女和

父母形成了更为明显的 “实用主义”的关系，代际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功能性团结基

础上，代际交换构成了代际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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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中国城市家庭五种潜在类别的 Logistic回归 ( Odds Ｒatio)

自变量 亲密且互惠 亲密有距 实用主义 感情性 疏离

社会阶层 ( 下层作为参照群体)

中下层 . 513＊＊＊ 1. 937＊＊ 1. 772* . 995 1. 358

中层 1. 055 1. 371 . 840 . 964 . 716

中上层 . 719* 2. 830＊＊＊ . 721 . 481* . 774

年龄 ( 51 岁及以上作为参照群体)

35 岁以下 . 457＊＊＊ 2. 402＊＊＊ . 733 2. 234* 1. 572

36—50 岁 1. 085 1. 009 . 813 1. 198 . 891

婚姻状况 ( 未婚作为参照群体)

已婚 6. 567* . 323* . 962 . 867 . 531

离婚 /丧偶 13. 386＊＊ . 073* . 368 . 671 . 600

性别 ( 女性作为参照群体) . 968 1. 008 1. 485* . 761 . 968

城市 ( 哈尔滨作为参照群体)

广州 . 793 . 505＊＊ 13. 234＊＊ . 324＊＊ 1. 208

杭州 . 729 . 651 10. 651＊＊ 1. 325 . 786

郑州 . 617＊＊ 1. 622* 2. 947 . 880 1. 131

兰州 . 685* 1. 591* 1. 926 1. 136 . 975

常数 . 474 . 277* . 014＊＊＊ . 071* . 176*

df 12 12 12 12 12

个案数 1576 1576 1576 1576 1576

－ 2 log likehood 1984. 236 1242. 803 759. 473 656. 419 942. 061

注: * p ＜ 0. 1，＊＊p ＜ 0. 05，＊＊＊p ＜ 0. 01。

从成年子女的性别来说，儿子比女儿更可能和他们的父母形成 “实用主义”代

际关系，但是性别对于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其他四种潜在类别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

响。和 51 岁以上年纪较大的子女相比，35 岁以下的年轻子女比和他们父母更不可

能形成亲密且互惠的关系，而更可能形成亲密有距的关系和情感性关系，这可能是

因为年轻一代更可能远离父母在外求学或者工作，因此很可能和父母不能够同城而

居，但是彼此之间还是保持亲密的关系。成年子女的婚姻状况对于他们和父母的关

系也有着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就是已婚的和离婚 /丧偶的子女比

未婚子女和父母更可能保持亲密且互惠的关系，而且几率 ( Odds Ｒatio) 高达 6. 567

和 13. 386 这可能是因为在缺乏政府和社会的支持的情况下 ( 马春华，2013) ，已婚

的子女不得不依靠父母给他们提供工具性和经济性支持，比如照顾月子、幼儿和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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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家务等等。对于离婚 /丧偶的子女来说更是如此，他们自己的家庭解体，没有了来

自配偶的支持，更是完全融入了父母的家庭，和父母形成了亲密无间的亲子关系。

亲密互惠的关系对于亲子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成年子女的婚姻状况对于亲子关系

是否属于亲密互惠的潜在类别有着重要的预测作用。

和我们预期的一样，城市和亲子之间的代际关系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和哈尔滨

的成年子女相比，广州和杭州的子女和父母更可能形成实用主义的代际关系模式，

而且差异非常大，两者的几率分别高达 13. 234 和 10. 651，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城

市都属于经济发达城市，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对于成年子女的影响更大，因此代际

契约更多地建立在代际交换的基础上而不是情感的基础上。同时，广州的成年子女

更不可能和父母形成亲密有距的和情感的代际关系模式。郑州和兰州的成年子女和

哈尔滨的成年子女相比，更不可能形成亲密且互惠的关系，而更可能形成亲密有距

的代际关系模式。和其他四个城市相比较，哈尔滨的成年子女和父母更可能形成亲

密且互惠的传统代际关系，这也是和哈尔滨处于中国的东北，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处

于中等程度，但是文化上更为保守，在家庭关系上表现出更多的传统因素。

五、总结和讨论

在这篇论文中，从成年子女的角度，通过采用代际团结理论方式和潜在类别分

析方法，我们构建了中国城市家庭成年子女和父母间代际关系的多维度潜在类别模

型，在数据的基础上定义了代际关系的五种潜在类别，以及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的潜

在类别，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阶层对于代际关系潜在类别的影响，以及个人和城市

等宏观因素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五种潜在类型: ( 1 ) 亲密且互惠

型; ( 2) 亲密有距型; ( 3) 实用主义型; ( 4) 感情型; ( 5) 疏离型。从表 11 可以

看出来，本文的研究和郭漫等人的研究以及崔烨、靳小怡的研究，构成了有关中国

家庭代际关系潜在类别分析的完整谱系，包含了中国现在三类主要家庭: 城市家庭、

农村家庭和农民工家庭。这三项研究都采用了代际团结的理论范式，使用了潜在类

别的分析方法，建构了三类家庭的代际关系的潜在类别模型。虽然三项研究对于潜

在类别的命名不完全相同，但是其内涵实际上都是有相通之处，分析结果也有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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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之处。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家庭中，亲密且互惠型的代际关系是最为普遍的，

超过一半个案都是属于这个潜在类别。这说明了中国城市家庭中代际之间依然是以

团结为主，代际间依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或者说传统的亲子关

系模式依然在延续。当然其中亲代和子代的地位和权力可能在发生着变化 ( 刘汶

蓉，2012) 。崔烨和靳小怡对于农民工家庭的研究中，和 “亲密且互惠型”类似的

“紧密型”也是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主流。郭漫等人的研究中 “紧密型”比例相

对较低，而“远且互惠型”和“远且向上型”比例较高，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农村成

年子女和父母地理距离间隔遥远的普遍事实，是中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

结果。虽然崔烨和靳小怡研究农民工家庭得出的紧密型比例相当高，但是实际上这

种类别包含地理距离邻近的可能性是 46%，而郭漫等人的是 99%，后者更接近本文

“亲密且互惠型”代际关系中包含地理距离邻近的可能性 ( 99. 74% ) 。从这三项研

究的结果来看，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中，传统的代际关系依然是最为普遍的，亲子

双方都是对方的支持网络中的重要组成。这种结果除了可能是因为现在家庭面临的

风险不断增多，同时又缺乏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迫使子代和亲代只能够依靠彼

此，也有可能是传统强大的延续性本身所导致。

表 11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潜在类别模型

中国城市家庭
( 本文)

中国农村家庭
( Guo et al. ，2012)

中国农民工家庭
( 崔烨，靳小怡，2015)

区域
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和
哈尔滨五个城市 ( 2008)

安徽巢湖地区
( 2001)

深圳
( 2013)

样本量 2709 1715 1633

测量指标
( 代际团结 /
冲突维度)

1. 地理距离
2. 交往频率
3. 感情亲密性
4. 对于孝顺父母责任的认可
5. 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
6. 子女提供的工具性帮助
7. 子女接受的经济帮助
8. 子女接受的工具性帮助

1. 地理距离
2. 交往频率
3. 感情亲密性
4. 父母提供的经济帮助
5. 父母提供的工具性帮助
6. 父母接受的经济帮助
7. 父母接受的工具性帮助
8. 亲子间的冲突

1. 地理距离
2. 交往频率
3. 感情亲密性
4. 孝顺父母
5. 看法相近
6. 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
7. 子女接受的经济帮助

代际关系潜在

类别模型

1. 亲密且互惠型 ( 60. 01% )
2. 亲密有距型 ( 15. 94% )
3. 实用主义型 ( 7. 59% )
4. 感情型 ( 6. 08% )
5. 疏离型 ( 10. 37% )

1. 紧密型 ( 23% )
2. 近但不和谐型 ( 17% )
3. 远但不和谐型 ( 15% )
4. 远且互惠型 ( 12% )
5. 远且向上型 ( 34% )

1. 紧密型 ( 55% )
2. 近但有间型 ( 18% )
3. 远但亲近型 ( 13% )
4. 疏离型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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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中，子女普遍认同孝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是传统亲子关系的基础。

三项研究结果表明这一点在现在社会依然延续着。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除了实

用主义型的代际关系类型，其他四项关系类型，认同这一点的可能性都超过 80%，

包括“疏离型”代际关系。在本次研究发现的“亲密有间型”关系中，这种孝顺观

念表现的最为明显，这类成年子女对于孝顺责任认同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 86. 20% ) 。因此，即使亲子同城而居的可能性只有 3. 75%，缺乏代际互动和交换

的机会结构，但是亲子之间还是保持着密切的互动，频繁的联系，以及情感上的亲

密性。这些成年子女给父母提供经济性支持的可能性是五种潜在类型中最高的，比

“亲密且互惠型”还多，亲子间相互的工具性支持的可能性也超过 70%。同时，这

类成年子女和父母感情亲密的可能性也超过 “亲密且互惠型”。可以说，这种远距

离的亲密互惠型是建立在亲密感情和孝顺责任感的基础上的。郭漫等人的研究也发

现中国农村家庭也有类似的代际关系类型 “远且向上型”和 “远且互惠型”，研究

者认为这主要是建立在强烈的孝顺父母的责任感的基础上; 崔烨和靳小怡则认为他

们研究的农民工家庭中出现的类似的代际关系类型 “远但亲近型”更多是建立在亲

子间感情的基础上。

和其他两项研究的结果相比，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显得独特的一种代际关系

模式是 “实用主义型”代际关系。这种关系类型，不同于西尔弗斯坦和本特森

( Silverstein ＆ Bengtson，1997) 研究美国家庭提出的“责任义务型”，也不同于郭漫

在研究中国农村家庭中提出的 “近但不和谐型”关系和崔烨、靳小怡研究农民工家

庭提出的“近但有间型”。后面提及的三种代际关系类型，代际互动都是建立在对

于父母的责任感的基础上，但是本文提出的 “实用主义”类型，属于这种类型的成

年子女对于孝顺责任的认同性是最低的，代际团结主要是建立在功能性团结的基础

上，也就是更为纯粹的代际交换的基础上: 他们获得父母的工具性支持和经济性支

持可能性都是所有代际关系类型子女中最高的，他们也为父母提供了相当大可能性

的工具性和经济性支持。但是亲子间走动很少，感情也并不亲密。 “实用主义型”

代际关系相对的是“感情型”代际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纯粹的感情基础上

和平时相互交往，而亲子之间的功能性相互支持的可能性却很少，特别是儿女给父

母提供经济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从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出来，年轻的子女和父母形成

这种纯粹“感情型”关系的比例是 51 岁以上子女的 2. 234 倍。因此这种代际关系类

型的出现，可能是因为这些成年子女和他们的父母都还年轻，还不需要彼此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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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或者经济性的相互支持。

和崔烨、靳小怡的研究类似，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中国城市家庭也出现了 “疏离

型”代际关系，也就是说父母家庭和成年子女的家庭都一个个原子化了，亲子之间

感情不亲密，不经常走动，地理上的距离也较远，也没有生活或者重病时照顾对方，

只是在对于孝顺父母责任的一定程度认同上，子女会给父母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其

实，这类家庭正像崔烨和靳小怡所说，和帕森斯描写的孤立的现代核心家庭极为相

似 ( Parsons，1943) 。但是，我们的分析结果也显示这类代际关系在中国城市家庭

中比例很低。说明即使中国城市家庭从家庭规模上来说趋于小型化和核心化，但是

大多核心家庭还是形成了核心家庭网络，亲子之间通过这个网络互相扶持，保持着

亲密的关系 ( 马春华等，2011) 。传统大家庭的形式解体了，但是其实质还是保留

下来。就像帕森斯和古德强调这种疏离的核心家庭才是现代家庭的唯一形式受到批

评和质疑一样，现在也很难武断地认为这种疏离的代际关系就是一种不正常和有问

题的关系。

本文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影响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潜在类型的因素，特别是社

会阶层对于代际关系类型的影响。本文没有直接使用收入、教育程度或者职业地位

来衡量成年子女所位于的社会阶层，而是通过潜在类别分析方法，把收入、教育程

度和职业作为社会阶层能够观察到的外显变量，建构了社会阶层的四个潜在类别:

下层、中下层、中层和中上层。由于抽样误差等原因，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没有能够

把上层被访者包括在内。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社会阶层对于家庭代际关系潜在

类别是有着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总体来说，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中上层的代际关

系更倾向于“亲密有距型”，形成“情感型”代际关系或者 “亲密且互惠型”代际

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小; 中层的代际关系没有显著特点; 中下层的更可能形成 “实用

主义型”的代际关系，或者“亲密有距型”的代际关系，形成“亲密且互惠”的可

能性最小; 而下层的代际关系趋向于传统的 “亲密且互惠型”代际关系，形成 “亲

密有距型”代际关系的可能性最小。从这个结果来说，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代际关系

类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层化，如果在设计家庭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不同社会阶层

因为代际关系类型差异而带来的不同需求。但是，如果能够同时考察父母的社会阶

层，结果可能会展现更为全面的图景。

诸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城市等因素对于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关系类型的

影响，本文也有所涉及。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没有区分父母的性别，所以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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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父母的性别是如何影响着代际关系。但是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成年子女的

性别对于代际关系似乎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除了在 “实用主义型”代际关系

中，儿子的可能性比女儿明显要高。但是就是这一点，也说明儿子和女儿在和父母

交往时候可能动机不同，儿子表现的更为实际和功利，支持了本特森等人的研究结

果 ( Bengtson et al. ，2002) 。年龄对于代际关系的影响，表现为老一代的亲子关系

比年轻一代亲子关系更为紧密，这也许是因为老一代的亲子双方都有更多的需求，

在本身谋生能力弱化和其他支持欠缺的情况下，更多地要依靠彼此双方; 而年轻的

一代即使父母都还能够更多地依赖自己，亲子关系更多建立在情感基础上。婚姻状

况对于代际关系的影响，表现出婚姻改变了亲子交往的机会结构，婚后的子女住得

离父母更近，形成了凝聚力更强的“亲密且互惠型”亲子关系。而从城市的影响来

看，越发达的地区形成 “实用主义型”亲子关系的可能性越高，形成 “亲密且互

惠”和“亲密有距”的可能性越低。而“疏离型”亲子关系，无论是哪个因素似乎

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总之，本文运用代际团结理论范式和潜在类别分析，揭示了中国城市家庭代际

关系的五种潜在类别，超过一半的“亲密且互惠型”亲子关系，说明了代际凝聚力

依然强大，但是“实用主义型”和“疏离型”的代际关系说明了城市家庭代际关系

多样化的趋势。本次研究弥补了中国在研究城市家庭潜在类型的欠缺，和郭漫等人

及崔烨、靳小怡的研究构成了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潜在类别分析的完整图景。在探讨

城市社会阶层潜在类别基础上，分析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社会阶层化，一方面

说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逐步形成包括独特代际支持模式在内的生活方式，另一

方面为针对不同阶层需求设计更为有效的家庭政策提供实证基础。当然，本文也存

在不足之处，如使用的数据中缺乏有关亲子意见是否相似的测量，导致代际团结模

型中缺少一个重要的维度。此外，数据也不包含对于亲子间冲突的测量，因此未能

完整地展现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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